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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

四川大学 （以下简称川大）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的

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 “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

较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

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

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１８９６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

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年）由

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

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

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

在２０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

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

平的经学思想曾经作为１９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其知识背

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

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

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

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的是其包容、开放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

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４年，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

究，思考 “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１９２４年，学校设立了１０个系，在

人文社会科学６个系中，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

史、政治、经济５个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

持续到３０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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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合大学 （以下简称华大）。作为教会学校，

华大文科自始即以 “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

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１９２２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及其会刊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大博
物馆以 “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美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

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 （Ｄａｖｉｄ

Ｃｒｏｃｋｅｔｔ　Ｇｒａｈａｍ）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

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

立川大校内更注重 “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

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

文系，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

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

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１９３５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

１９３６年５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

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

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

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

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 “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史

学界的重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 （哲学）、

朱光潜 （美学）、萧公权 （政治学）、赵人亻隽 （经济学）、徐中舒 （历史学）、

蒙文通 （历史学）、赵少咸 （语言学）、冯汉骥 （考古学、人类学）、闻宥 （民

族学、语言学）、任乃强 （民族学）、胡鉴民 （民族学）、彭迪先 （经济学）、缪

钺 （历史学）、叶麟 （文艺心理学）、杨明照 （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

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

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１９５２年，

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

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

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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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

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２００６年是川大建校１１０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这

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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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扩充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维度

２０世纪初，分科而治的现代学术体制登陆中国；一个世纪后，关于学术

与制度的反思性讨论开始怀疑这种体制是否 “天经地义”①。在中国历史学领

域里的学术史反思，使得跨学科研究不仅更加名正言顺，而且成为学者竞相模

仿的对象②。而在与历史学联系紧密的中国考古学领域，却出现了巩固学科营

垒的建议③。

张忠培认为考古学应当与民族学严格分工④，而且他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

度，提出近百年来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次进步都产生于对考古学材料的研

究与规律的发现，因此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也必然与本学科的独立意识密

切相关⑤。事实上，把考古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正是整个２０世纪相关

学者们努力的目标。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李济常说，“现代考古学”一词，重点在 “现代”

二字之上，强调作为知识背景的 “人类史的大题目”和具体的田野发掘方

法⑥。这一词汇直到 “文化大革命”后仍被夏鼐沿用，改作 “近代考古学”，

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

见罗志田主编：《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陈以
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这主要是指隶属于历史学科的二三级学科之间的跨越，例如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
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相关讨论参见罗志田：
《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桑兵：《分科的
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查晓英：《２０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进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３３－２４８页。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 《李济文集》第５卷，２００６年。文章原载 《安阳发掘报告》，

１９３０年第２期。



同样强调与金石学的区别，认为地质学的影响和疑古运动共同开启了中国近代

考古学兴起的序幕①。不过，李济与夏鼐的言说背景与２０世纪末的学术背景

完全不同。李、夏二人均可以在顾及中国 “旧学根基”的前提下，强调现代考

古学 “现代”的那一面②，而不至于引发任何疑问。但在２０世纪后半期的学

术史建构中，到底 “旧学”与 “新学”③ 或具体而言 “金石学”与 “考古学”

之间有着何种关系———隐含其间的问题就是谁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具有决

定意义———已经成为讨论的关键之处。

这个问题渊源于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动力的探究。美国汉学研究的范式转

型，即 “中国中心观”对 “冲击—回应”模式的批判，强烈地影响着中国近代

史研究的各个子领域。当柯文 （Ｐａｕｌ　Ａ．Ｃｏｈｅ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 “中

国中心观”时，是从 “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三方面

对此前三十年间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进行概括的。他认为，“这三种框

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１９、２０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

解”。其中，既包括因为此类观念而引起的情感倾向，如认为西方进步、中国

落后；也包括因为此类观念而引起的研究范围之褊狭，如忽略那些与西方入侵

没有明显联系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柯文澄清自己的意图是 “并不反对把诸如
‘帝国主义’‘冲击—回应’，甚至 ‘近代的’这些词语严格而仔细地使用于一

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某些界限分明的具体过程或现象”。他反对的是
“把这些概念当作广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框架，企图据此告诉我们在整个历

史时期中什么是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什么是不重要的”④。但事实上，

阐释方式直接影响人们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理解：到底是本土传统还是现

代西方导致了各种变化？在柯文此书的中文版前言中，他提到包括艾尔曼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Ｅｌｍａｎ）的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

面观》一书在内的四本出版于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的著作，认为它们都支持了自

己的论点，即 “倘想正确理解１９、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需不仅把此段历史

２

①

②

③

④

夏鼐：《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１９７９年第３期。“近代”与 “现代”在中国
历史教科书中是明确的两个时段，本文因涉及时人的称法，故不明确区分这两个时段，除特别说
明外，“近代”与 “现代”都指向１８４０年之后。

李济：《卫聚贤 〈中国考古小史〉序》，《李济文集》第５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９页。

此处 “旧学”与 “新学”的用法，乃沿袭李济所处时期的习惯，但并不具有其背后暗藏的价值判
断。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
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

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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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

产物”。艾尔曼的书成为学术史领域里支持内部演变说的范例。

艾尔曼则承认是从孔飞力 （Ｐｈｉｌｉｐ　Ｋｕｈｎ）关于中国清代社会关系变化的

著作中得到了提示：“只有假定在１９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变

化，我们才能承认，惟有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加速了传统王朝体制的解体，导

致横扫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但是，“早在１９世纪中叶以

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已开始崩溃瓦解”。

他从１８－１９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学术圈子的研究中发现，“知识阶层对帝国正

统学术的批判早在１８世纪已达到高潮。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不容置疑的权

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趋尖锐的挑战。这种挑战明显反映于他们的语

言、数学、天文、地理、金石的实证性研究之中。１８世纪的知识分子，运用

这些研究成果，重新审视儒学遗产众多理论的合理性，对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

解释所充斥的空疏之风极为不满。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

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

志”①１。他将１８世纪的考据学 （考证学）与２０世纪甲骨学研究崛起之间的联

系作为证据，证明 “现代中国学者从事的批评研究不仅是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影响的产物”，以及 “清代出现的考证学派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

接的连续性”①２００。

尽管艾尔曼此书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了考据学风气形

成的原因，但他始终没有放松这一主题在构建一个中国近代史解释模式上所拥

有的可能，而后者显然不如前者成功。艾尔曼的表述建立在外因与内因的二分

状态下，其不证自明的前提是，要么外因重要，要么内因重要。如果内部已经

出现了 “根本性”变革，就证明外因是次要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即使在１９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仍然要承认，惟

有西方势力的介入，才加速了传统王朝体制的解体，导致横扫传统文化方方面

面的总体性革命的爆发。”

史华兹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在１９８５出版的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一书开头，提到了 “年轻一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抛弃西方冲击论、强调中

国社会内部变化的趋势。但他认为，在中国的文明框架里并没有出现跟西方一

样的传统与现代发生全盘质变性的决裂。“我们的确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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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２年。



急剧变化的外在条件和新型心理情感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已经生成了全新的起点，

但是明清思想家全然无意于证明这一点。”他说，因为 “原始文本毕竟会为它

的解释者的思想加上确定的外在限制，镶嵌在特定的充满自我意识的传统 （如

儒家）之内的正典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文本体系，可以决定性地造就后代思想家面向

世界时所依恃的问题意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ｑｕｅ），正如治国术的传统可以持续地造

就政治家的 ‘实际态度’一样”。正是由于 “任何对待解释的真诚努力，都必

然包含着对于文本本身的深切关注”，人们只有通过了解文本和解释者之间存

在的互动关系，“才能对变化的程度和性质作出判断”①。从这个思路出发，艾

尔曼提出的考据学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变迁之间的联系，就需要更具体详细的

分析。

罗志田针对 “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流行也提出过批评，他提醒中国的研

究者注意柯文一书的学术背景和针对对象，以及中国几十年间自身学术发展的

特点②。可以看到，在 “中国中心观”的口号下，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学术界，

都出现了坚定地强调 “西方冲击”对中国１９到２０世纪变革的重要性的意见。

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简单的表态上，从 “金石学”到 “考古学”的历

史探索几乎才刚刚开始。张光直和罗泰 （Ｌｏｔｈａｒ　ｖｏｎ　Ｆａｌ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都曾提到

过中国考古学受传统金石学的影响③，但直到最近，罗泰仍然在呼吁应当进行

这个部分的研究④。“金石学”与 “考古学”这对概念的联系源自２０世纪初作

为舶来品的 “考古学”进入中国之时。但为什么是由 “金石学”与之联系？

“金石学”在晚清的学术领域里到底代表了什么？它的繁荣标志着反对儒家经

典和全部的宋明理学吗？观察清代学术研究内部的变化与外部出现的冲击能否

作出外因重要或内因重要这样的简单总结？

如果我们仍然简单地将最近百年的考古学视为完全超越前代的学术，在研

究目的、方法、手段、成果等各个方面都更 “客观”和 “全面”的东西，那么

上述问题的提出仍然不能拓宽目前的研究。不过，已有学者对这一判断提出质

疑。贝尔纳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ｒｎａｌ）认为：

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历史学家声称他们拥有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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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扩充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维度

相类比的 “方法”。实际上，现代历史学家区别于 “前科学的”历史学家
的方式要不确定得多。最好的早期作家是自省的，使用可信性的验证，并
试图做到内部一贯性。而且，他们援引和评估他们的文献。与此相对照，

１９和２０世纪 “科学的”历史学家不能够给出对 “证据”的形式证明，或
者建立坚定的历史法则。而且，在今天，“方法论不合理”的控告不仅被
用来谴责无能的作品，而且还被用来谴责不受欢迎的作品。这一控告不公
正，因为它错误地暗示，存在其它方法论合理的研究来与之相对照。

他将 “现代历史学家”与 “‘前科学的’历史学家”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指出在学术领域的论争 “不应该以证据为基础进行判断，而仅仅以有竞争力的
可信性为基础”。但是，２０世纪的史前史研究却 “着魔于这一寻找证据的一种
特殊形式”，他称之为 “考古实证主义”，即 “处理 ‘物品 （ｏｂｊｅｃｔｓ）’使人
‘客观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的谬论”，也即 “对考古学证据的阐释和考古学发现本身
一样坚实可靠的观念”。“这一信念将考古学假设提升到 ‘科学的’地位，而将
其他来源的关于过去的信息降级———传说、地名、宗教崇拜、语言以及口头方
言和书面方言的分布。”此外他还批评 “考古学实证主义者”钟爱 “默证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ｉｌｅｎｃｅ）”，“即如果某样东西没有被发现，它就不可能曾经以
相当数量的形式存在的信念”①。

消除我们头脑里对现代考古学方法的 “迷信”，将有助于在历史进程中发
掘出更多的 “非现代”因素，并给予它们更多的关注、理解和阐释。例如，章
炳麟反对甲骨文释读，就需要结合他早年提倡 “石史”的言论，以及中年时期
建设 “信史”的理论共同分析。这一态度绝不仅仅是 “反动的” “保守”的，

它代表了一种对实物史料与文字史料如何建设可靠历史的深度探索。

贝纳尔的观点是建立在比较 “最好的早期作家”与现代历史学家的作品之
上，将研究者的目光引向前者。但是，如果将 “最好的”现代历史学家或者考
古学家挑选出来进行比较，后者是否还会存在他所说的那些缺点呢？处在新旧
交替之际的考古学家，并不仅仅是 “传统派”被脸谱化，即使所谓的 “现代
派”也同样被简单化了。被称作 “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长期以来就是 “现
代派”的代表，在田野发掘方法、资料整理分类、人类学眼光等诸多方面开创
了新局面。但是，他在实物史料与历史解释之间设置的严密规则却时常为后人
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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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整体的现代考古学的确存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问

题①，在更广的范围里存在贝尔纳所说的 “考古实证主义”的倾向。因此，把

中国现代考古学置于清末民初史学变化的整体背景下，平等地考察争论各方，

将可能产生对现代考古学发展有益的批评。

然而，大部分既存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自１９２０年以来出现的总结中

国学术发展与出土遗物关系的著作，大部分都建立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且明

显地偏爱 “年轻”的 “考古学”（不论其具体含义是什么，“考古学”一词基本

上是指代一种新学科），以后起的考古学观念为标准收集历史上相似的学术研

究的材料。抗父的 《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② 与王国维的 《最近二三

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③ 叙述了甲骨、简牍等新史料的问世及研究之经过。

梁启超的 《清代学术概论》④ 简要说明了金石学在清代的发展规模与分派。在

１９２６年瑞典皇太子访华的欢迎会上，他将自宋以来的金石研究与最近考古发

掘视为一个种类的工作，称之为 “中国考古学”⑤。稍后卫聚贤出版了 《中国

考古小史》⑥ 与 《中国考古学史》⑦，将传统金石学与新起的 “发掘期”考古学

研究贯穿一气。２０世纪类似的作品还有：大概油印于２０年代末的闻宥撰的
《中国考古学》⑧；４０年代裴文中撰 《史前考古学基础》⑨ 略述中国 “考古学的

发达史”部分；张政烺的 《中国考古学史讲义》瑏瑠 从孔子时代讲到清朝；阎文

儒约作于５０年代的 《中国考古学史》瑏瑡 虽然区别此学之新旧两类，却至少在

篇幅上给清以前的 “考古学”留下较多空间；徐苹芳为中科院考古所编 《考古

学基础》中撰写的 《考古学简史》瑏瑢，也曾强调 “宋清以来金石学研究的基

础”。

另一类学科史研究则将传统金石之学排除在所谓现代考古学的范围之外，

强调后者的西学来源。例如，李济在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３４年发表了 《中国最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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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扩充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维度

之新史料》① 与 《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② 两篇文章，明显与王国维、梁

启超类似题目的文章意见相左。他不仅只关注于所谓现代考古学的发掘成果，

并且刻意未谈有字史料的发现与研究。虽然他在１９３１年为卫聚贤的书所作的

序中恳切地谈论宋人收集古器物的殷勤和清代文字学隆兴对现代考古学应运而

生所作的铺垫③，却在１９３４年作的 《城子崖·序》里宣称：“要是把现在的考

古学与我们固有的金石学放在一个宗派里，岂不成了中国的胡人用改姓方法冒

充黄帝子孙的那一套把戏”④。夏鼐于１９７９年发表 《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

学的兴起》，强调近代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区别，认为地质学的影响和疑古运动

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俞旦初的 《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

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⑤ 从考古学界认可的本学科角度追溯学科早期历

史，成为后来相关研究的重要模本。取向类似的还有：１９８６年王世民为 《中

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作的 《中国考古学简史》，１９９１年张之恒主编的 《中

国考古学通论》⑥，１９９２年安金槐主编的 《中国考古》⑦，１９９６年王宇信的 《近

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⑧，１９９７年陈星灿的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１８９５—１９４９）》⑨，２００３年沈颂金的 《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瑏瑠，２００５年

蔡凤书的 《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瑏瑡，２００９年徐玲的 《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瑏瑢

以及许多学位论文。

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从比学科史视野更宽广的学术史角度观察中国考古学的

发展，其结论往往引起考古学界内部的关注。例如，张光直发表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 《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瑏瑣 考察了中国考古学学科定位的成因及特

点；罗泰在张光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定位，指出后者有

着强烈的证史倾向，如对夏文化的寻找，并认为近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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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现与制度变革的双重作用下产生了地方主义与多元化认识。罗泰的观察

点虽然主要针对近几十年的中国考古学，但在探因溯源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如中国的史学编撰传统、疑古派动摇早期典籍的可信性对考古发掘的促进、金

石文字学对考古学的影响①。罗泰的研究以及这一时期欧美学界讨论民族主义

与各国考古学关系的风气影响很大，继起者如徐坚的 《追寻夏文化：二十世纪

初的中国国家主义考古学》，把夏文化的探索史追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指出

它是在重建民族文化认知的热情下产生的②；沙白力 （Ｂａｒｒｙ　Ｓａｕｔｍａｎ）则讨

论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中抵制非洲起源说而坚持本土进化观点的民族主义内

涵③。

杜正胜从论史语所的新学术之路着手，对考古学的新方法与史学研究的关

系有较深入的探讨④；桑兵的 《国学与汉学》一书述及金石考古学界与汉学家

的交往⑤，又从中外学术合作的角度考察了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成就有限的

原因⑥；王汎森的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

突》就１９２９年殷墟发掘中新旧学术典范之间的对立竞争做了具体而微的考察，

勾画出新派史料观点的基本内容⑦；罗志田 《文字、实物与知识： “二重证据

法”提出前后对 “地下材料”的认知》（大纲）从新旧两种考古学在民国学人

认识中的纠葛出发，说明了现代考古学建立之时的思想背景⑧；徐坚则从安阳

之外的考古学实践中，发现了存在于整个中国考古学领域的丰富性，所谓现代

考古学，实际上有多个渠道在为它供给养料⑨。

上述几方面有关这一领域的历史考察仍有拓宽的可能。若要更平等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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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扩充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维度

金石学与考古学，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于后者是如何战胜前者，纠缠于那些后

者有而前者没有的特点，或者发掘它们的共同点，而应当开始注意它们各自的

学术 “语境”，以及它们在其中的自我定位、目标和方法论。当艾尔曼提出
“清代出现的考证学派与２０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的连续性”时，他并没

有进行过详细的论证。正如史华兹所说，要了解 “变化的程度和性质”，先得

分析文本与其解释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对中国现代考古学史的考察或许需要上溯到清代中期。阮元曾在
《商周铜器说》中将自古以来对铜器的认识分成三个阶段，以北宋为第三阶段

的开始，即不再视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是加以认真地考释研究①。此后众多论

述金石学史者，大致依循此说，将北宋视为金石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段。虽历经

元明两朝消沉，进入清代再度繁荣兴盛，尤其是从乾嘉到光宣的一百多年间，

对金石古器的收集和著录兴趣持续升温。宋代金石学与清代金石学之间的差

异，已有学者言及②；但是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与光宣时期金石学之间的差

异，则少有论者。

阮元说：“形上谓之道，形下谓之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

焉，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③ 阮元此论，建立在
“器”④ 的地位已经上升的乾嘉学术背景里。戴震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

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

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⑤ 以

戴震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强调文字训诂等乃 “明道”的必循之阶，导致了梁

启超所说的 “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

度、金石、校勘、辑逸”等多方面研究的流行⑥。

即使有心与考据学派立异的章学诚，同样强调 “器”的重要性，尽管双方

各自所指的 “器”有不同的内容。余英时在 《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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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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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地提出清代考据学是儒学内在理路的自然发展，即由 “尊德性”转向 “道
问学”的过程。持 “由经明道”主张的戴震与提出 “六经皆史”的章学诚，实
皆面对着 “儒家原始经典中的 ‘道’及其相关的主要观念究竟何所指”这种共
同问题①。章学诚所说的 “道”，既是六经记载的 “周公之道”，也是存于 “政
教典章、人伦日用”之中的 “大道”，即余英时所谓 “就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之
全程而言”的 “道”②。因此，“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
也”，文章、考证皆为 “下学之器也”③。

尽管 “道”与 “器”这组词语在不同的学者那里，甚至同一学者的不同表
述中意思都不一样，但这个二元结构是广泛存在的。例如，提倡 “复礼”的凌
廷堪，不用 “器”而用 “礼”来表达与 “道”的关系，“圣人之道，一礼而已
矣”④。这种 “明人伦”之 “礼”， “不独大经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
一器数之微，一仪节之细，莫不各有精义弥纶于其间，所谓 ‘物有本末，事有
终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礼器》一篇皆格物之学也。若泛指天下之物，

有终身不能尽识者矣。盖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
也”⑤。故以 “礼”代 “理”，研究的对象扩张到 “冠昏饮射……揖让升降……

豆笾鼎俎”⑥ 这样一些 “器数仪节”上面。

阮元对 “道”与 “器”的表述，意思大致处于戴震和章学诚之间。按冯友
兰的解释，“道”一词在汉语典籍中的意思至少有六种⑦，而阮元所说的 “商、

周二代之道”似乎无法归入其中任何一种，因为这是有时间性的 “道”，与章
学诚所说 “周公之道”类似；但阮元所说的 “器”则近于戴震，乃是与古文字
极相关的钟鼎彝器。也就是说，“道”不再仅仅指百世不变、弥纶万有的东西，

它有时也带时间性。可以说，阮元正是在 “道”“器”这种结构概念下，进行
了类似后世所说的 “历史与材料”关系问题的思索。

这一组看似意义宽泛的词，反映了某种史学认识论的结构。无论此结构具
体形态如何变化，它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史学与考古学中，尽管当时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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